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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浦、徐闻港，是我国古代对外贸易的重要港口，尤其是汉代我国与东南亚地区联系

的主要口岸，为发展中外贸易和中外人民的友谊，做出过卓越的贡献，我国史书早有记载。

研究它的发展和衰落，对了解我国古代海外交通和对外贸易等，都有着重要的意义。以下

就合浦、徐闻港的兴衰时间及原因，作一些初步的探讨。

一、合浦、徐闻港兴衰的时间

合浦、徐闻港作为对外贸易港口始于何时，史籍上最早见于《汉书·地理志》：“自日

南障塞、徐闻、合浦船行可五月，有都元国……”的记载。那么，是否到汉代，合浦、徐

闻港才成为我国与外国相联系的对外贸易港呢？从历史文献和考古发现推断，它的形成应

在汉代之前，春秋战国时期可能已形成对外贸易的商港，我们可以在以下一些文献记载中

得到一些启发：据古本《竹书纪年》记载，越王曾使越相公师隅“献舟始罔及舟三百，箭

五百万，犀角、象齿”等与魏通好。《战国策》载，楚王曾说：“黄金、珠玑、犀象出于楚，

寡人无求于晋国。”又《淮南子·人间训》记载，秦始皇是因为“又利越之犀角、象齿、

翡翠、珠玑，及使尉屠，发卒五十万……”进取岭南的。以上记载使我们知道，春秋战国

时期，我国南方的越国、楚国和两广等百越地区，都广有珠玑、犀角、象齿等物，这些物

品，虽然两广地区均有出产，但其主要产地则在南洋地区，从《汉书·地理志》记载，当

时我国海外贸易有“市明珠、璧琉璃、奇石异物，赍黄金、杂缯而往”和两广濒临南海、

海路交通便利，越人又善于航海，有利于海外贸易方面看，两广这些物品的来源，很大一

部分应是由海外贸易而来的。楚国在我国内陆，国力雄厚，广东、广西与湖南接壤，均在

楚国的势力范围之内。新中国成立以后，两广出土青铜器中的鼎、鉴、盏、缶、盘、钟、

壶、矛、斧、剑、凿、削等，均分别见于湖南、湖北楚墓和晋裴渊《广州记》记载，南海

人高固在楚威王时曾为楚相，以及雷州半岛硇洲岛发现有楚式青铜剑、斧、削刀等，都证

明了两广等越地以至雷州半岛地区，当时在政治、经济、文化上都深受楚国的影响，所以

《汉书·南蛮传》中有“楚子称霸，百越朝贡”之说。由此看，楚王所说的“黄金、珠玑、

犀象出于楚……”中的珠玑、犀象等物，不少应是由两广地区输入的。在两广与东南亚地

区贸易的古代港口中，徐闻、合浦是最早的港口之一，它们与越南相连，与东南亚诸国水

路最近，亦最早见载于我国史书中，《汉书》已有汉朝政府派遣官使在此出洋的记载，一

般来说，古代的官营对外贸易是在民间贸易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只有民间对外贸易在长

期的航海中形成了港口，官府才会派遣官吏从这些港口启航出海贸易。由此推断，合浦、

徐闻港的形成应在汉代之前，春秋战国时期，两广以及转运到楚国等地的犀象、珠玑等物

品，当不少是由这两个港口输入的。这时期应是徐闻、合浦港发展的早期阶段。



汉代，随着中外海路交通的日趋频繁，合浦、徐闻港在早期阶段的基础上，得到了很

大的发展，它不但作为民间的对外贸易港口，而且还是当时政府商使的起航地点，据《汉

书·地理志》记载，当时从这里出发的官员是属于黄门的译长，汉朝官员和商船在此出发

到东南亚地区，那么，《汉书》中记载“自武帝以来皆献见”的东南亚诸国商使，亦当在

这些地方靠岸，可见当时徐闻、合浦港在我国对外贸易中有着重要的地位，也只有中外商

使在此频繁往来，合浦、徐闻港才会见载于汉代正史《汉书》中。徐闻、合浦港的繁荣，

促进了当地社会的发展，汉代徐闻属合浦郡，据《汉书·地理志》载，当时合浦郡户万九

千六百一十三，口七万八千九百八十，仅比当时的南海郡户万九千六百一十三，口九万四

千二百五十三略少，新中国成立以后，两广考古工作者在徐闻县华丰、红坎、瓜藤、包西、

华丰、港头、二桥、迈熟、沓磊，合浦县廉城长滩岭，龙门、风门、杨家村母猪岭、杨家

岭、东乡钟屋岭、禁山等地，发现和发掘了十多处汉代遗址和数十座汉代墓葬，采集和出

土了大批陶器和数百粒琥珀、玛瑙、紫晶、琉璃、银珠、古玉、玉石、青金石、檀香珠等

装饰品和金饼等，都说明了当时合浦、徐闻人口众多，人们能普遍购买到玛瑙、琉璃等外

来商品的事实，反映了徐闻、合浦港和当地社会的繁荣，这段时期，应是合浦、徐闻港的

鼎盛时期。

三国以后，随着造船、航海技术的发展和新航线的开辟，中外商舶多从广州、泉州、

扬州等港口起航及靠岸，徐闻、合浦港的对外贸易上的重要位置就逐渐被广州等港所代替

了，这是衰落时期。

二、徐闻、合浦港兴起的原因

徐闻、合浦港的兴起，有历史根源，也由它们的地理位置和当时的航海、造船技术水

平决定。

秦以前，广东地区属南越族，合浦属骆越族，都是我国越人居住的地区，他们世代生

活在大海、江河之滨，长期与海、江接触，生活以渔猎经济为主，对在江海上航行积累了

丰富的经验，对此，我国史籍上早有记载。《淮南子·齐俗训》“胡人便于马；越人便于舟”

和《越绝书》“水行而山处，以船为车，以楫为马，往若飘风，去则难从”的记载，正是

越族人民在江海上航行的生动写照。越人的善于航海，为开辟海路与南洋诸国的往来奠定

了基础，促使他们很早就与南洋地区发生了接触。证之华南地区古越族人民，在人种和文

化上均与东南亚一些地区国家相似，对此，历史学者和考古学者早有过论述。如林惠祥先

生认为，马来族的重要成分蒙古利亚种海洋系，是从华南来的，所以马来族当然与华南民

族有关。
[1]
考古学家温斯登博士于 1933 年 7 月间，在南洋槟城演讲古打及威斯省古史时，

亦认为据他发现的结果，在耶稣纪元前四千年，暹罗人之祖宗是住在上海与广州，而马来

人之祖宗则居于中国南部。
[2]
在文化上，菲律宾、越南、马来西亚柔佛河流域等地，都分



别发现有与我国沿海地区相似的石锛、石斧和印有曲尺纹、雷纹、棱形纹、方格纹、篮纹

等几何印纹陶片
[3]
。越南与我国相邻，柔佛河流域在马来半岛南端，菲律宾在我国东南大

海之中，当时，我国南方沿海居民只有在陆路和海路上与这些国家的人们发生了接触，才

会有人种和文化上的相似。合浦、徐闻港的产生，正是我国沿海人民世代在江海边上劳动

生息，长期利用船只在江海上航行，并与东南亚地区国家不断接触中，逐步发展起来的。

汉代以前，是我国航海的初期阶段，不论是航海技术还是造船技术，都有一定的局限

性。在造船技术上，虽然早在夏代我国已能制造船只在沿海地区活动，《竹书纪年》中已

有禹第八代孙“东狩于海，获大鱼”的记载。商代我国人民已能乘船到达海中岛屿，《诗

经·商颂》中已有“相土烈烈，海外有截”的记录。周代我国船只在广泛的使用中，更分

成了等级，就是“天子造舟，诸侯维舟，士持舟，庶人乘泭。”
[4]
至春秋战国时期，船舶形

制不断增多，已有了大翼、中翼、小翼、突冒、楼船、桥船等类型。
[5]
汉代船只更椳、拖、

榨、櫂、楫等船具一应齐备。
[6]
说明了当时已能利用风力行船，具备了远航的条件。广东、

广西当时是我国的边远地区，秦以前是越族居住之地，秦始皇十三年（前 234）发兵进攻

岭南，建立了桂林、南海、象三郡，才受到中央政权的统一管辖。那么，秦汉时期及以前，

两广的造船技术如何，史书中极少记载，仅在《南越志》中有“南越王造大舟，溺人三千”
[7]
的记录。此外，我们只能在考古发掘资料上得到一些认识。以往广州、德庆、佛山等地

汉墓曾出土过众多陶、木船模型，其中德庆县发现的一只陶船模型，船头、船尾略翘起，

船两边设有船舷供人行走，船中间设有方形楼，有门有窗供人居住，船尾和船头亦各有一

小楼，尾楼后还有一小孔放舵用。
[8]
广州汉墓出土的一件陶船模型更为先进，船内分为前、

中、后三舱，前有望楼，后有舵室，船舱内有横架八根，以加固船体结构，船上锚、舵、

桨架一应齐备，
[9]
说明了秦汉时期，广东制造的船只已有了一定的规模，船体结构坚固，

船具齐备，已有相当的运输能力。但也还存在一定的缺点，就是船只规模还不大，在远航

中，船只在装载货物后，再装载船员的淡水、粮食、生活用品等，就极其有限了，需要沿

途作补充。而且从出土的文物看，所发现的船只模型都是平底船，而不是尖底船，这类船

只在远海大风浪中航行，稳定性能差，还难以远离海岸线航行。在航海技术上，秦汉以前，

在指南针尚未发明的情况下，我国船工在航行中，黑夜只能利用天体作为导航，而在白天

则要以沿岸标志来确定航行的位置，《淮南子·齐俗训》中就有“乘航而惑者，不知东西，

见斗极则寤矣”的记载，这也决定了汉代以前往东南亚地区贸易的船只，只能沿着海岸线

航行。《汉书·地理志》记载当时我国航船从合浦、徐闻等地出发，是“船行五月有都元

国，又船行四月有邑卢没国，又船行可二十余日有谌离国，步行可十余日有甘都卢国，自

甘都卢国航行可二月余有黄支国……汉之译使还矣。”
[10]

都元国在今印度尼西亚苏门答腊

岛西北巴赛河附近，邑卢没国在今缅甸南部萨尔温江入海口附近，谌离国在今缅甸蒲甘城

附近，黄支国在今印度南部，这些地点，都在亚洲的东部和南部沿海地带，正说明了当时



我国航船沿着大陆海岸线航行至南洋地区沿海城市贸易的事实。徐闻、合浦位于我国东南

沿海地带，当时航船沿着海岸线航行，使他们正处于我国到南洋地区航线的必经之地，促

进了两港的形成和发展。

合浦、徐闻秦代属象郡，汉代同属浦郡，西南面与交趾郡相连，在地理上与东南亚地

区水路交通最近。在古代来说，中外商舶的航行都是由近而远的，对各个地方的了解和熟

悉，当然也由近而远，这可在我国古代商舶航线的延伸及史籍记载我国各港口与南洋地区

通商时间的先后得到证明。周代我国已与相邻的越南发生了往来，《汉书·南蛮传》中已

有“交趾之南有越裳国，周公居摄六年，制礼作乐，天下和平，越裳以三象重译而献百雉”

和“至周庄王时，嘉宁（越南北部）有异人焉，能以幻术服诸部落，自称碓玉都文郎……

越勾践使谕，碓王拒之”的记载。随着我国与东南亚地区关系的日益加深，至汉代，我国

航船远航至印度南部，与当时的狮子国发生了接触，唐代我国商船航线伸展到波斯湾地区，

元代与西非的摩洛哥有了贸易往来，明代更发展到欧洲地区。史籍记载我国与南海诸国往

来的港口也如此，最早见于《汉书·地理志》的就是与东南亚诸国水路最近的合浦、徐闻

港，而扬州港在东晋时期法显和尚从南洋附舶循海东行，在山东半岛的青州东莱登陆赴京

城长安时方有记载，泉州港也在南朝时期印度僧人拘那罗陀于陈武帝永定二年(558)和陈

文帝天嘉六年(565)两次到泉州才有记录。这些，都是当时国内外船舶航线由近而远发展

的极好例证。徐闻、合浦位于南海之滨，与南洋诸国水路最近，当时既是我国的南海沿岸

地带的政治中心，又是中外商舶航线的必经之地，有利于国内外商人最先对他们熟悉和了

解而前往贸易。此外，雷州半岛凸出海中，将东北面和西南面沿海地区隔开，据说，在其

对面海南岛东北角木栏头一带海域水流甚急，至今仍是一个危险地带，对航船有很大的威

胁性，在当时航海和造船技术还不很先进的条件下，中外船舶和商使在徐闻、合浦出航或

靠岸，再将货物由此运往内地，当然比冒着船舶颠覆之险而通过琼州海峡危险地带可靠得

多，这也是促使国内外商舶多在徐闻、合浦港起航和靠岸的重要原因。

三、徐闻、合浦港衰落的原因

徐闻、合浦港的衰落，与三国以后造船技术和航海技术的发展，中外商使在频繁的往

来中开辟了新航线，以及广州等对外贸易港的发展有密切的关系。

三国时期，广东、广西属吴国地域，吴国是造船技术先进的国家，当时制造的大楼船，

可“载坐直之士三千人”
[11]

。公元 203 年，孙权派往台湾使者所乘的船“大者长二十余丈，

高出水面二三丈，望之如阁道，载六七百人，物出万斛，随舟大小作四帆”
[12]

。先进的造

船技术，促进了我国海路交通的繁荣，致使中外商使在海路上往来不断，《三国志·吴志》

中就书“岱既定交州……又遣从事南宣国化暨缴外，扶南、林邑、堂明诸王各遣使奉贡”

的记载。在这频繁的往来中，我国人民开辟了一条由广州等港口出发，经由海南岛东部海



面和西沙群岛海域，直达东南亚的新航线。孙权时奉命出使国外的康泰，在回国后写的《扶

南传》中记述：“涨海中，倒珊瑚洲，洲底有盘石，珊瑚生其上也。”
[13]

明确指出了西沙群

岛珊瑚生长在礁盘上的情况，当时万震著的《南州异物志》记载：“句稚去典游八百里，

有江口西南向，东北极大崎头，出涨海，由浅而多磁石。”
[14]

生动地描写了航船碰上西沙

群岛的暗礁、暗沙会搁浅，像磁石吸住铁针一般。1975 年，广东省博物馆在西沙群岛考古

调查中，在西沙群岛的北礁采集到我国南朝时期的六耳罐和陶杯等，都证实了这条航线的

存在。只有我国船舶在这条航线上频繁来往，我国人民才会对西沙群岛有如此深刻的认识

和了解，并在这条航线的海域中，遗留下当时的遗物。这条航线的开辟，使我国船舶逐渐

脱离了沿着海岸航行的旧航线，而从东南亚诸国直达广州等港口。随着这条航线逐渐成为

我国与东南亚地区往来的主要通道，徐闻、合浦港再不是中外商舶往来的必经之地了。

古代，我国对外贸易输出的是丝绸、瓷器、黄金等产品，而从国外进口的则多是犀角、

象齿、珠玑、奇珍异宝等奢侈品，这些物品不是一般平民百姓所能享用的，它们虽然由沿

海海港运入，但很大一部分需要由我国商人转运至内地销售，这就要求外贸港口不但是停

泊船只的天然良港，而且要求当地社会经济繁盛，交通便利，有利于进口商品在本地销售

和将商品运往内地。在古代，岭南地区道路崎岖，交通困难，当时进兵岭南的汉将唐蒙，

在上书给汉武帝时就曾说：“南粤王黄屋左纛，地东西万里余……今以长沙、豫章往，水

路多绝，难行。”
[15]

广州位于珠江三角洲，有珠江之利，水路四通八达，从广州北上，可

沿北江而上到达湖南，或从北江经浈水进入江西，汉代南越出兵从梅锅伐秦，就是取道北

江经浈水入赣境。此外，北上也可以从北江经湟水进入江西，秦辟岭南三郡时，其中一路

就是由湟水进兵的，汉伏波将军路博德征南越，也是出桂阳沿湟水而下。从广州到中原地

区，也可由古称牂牁江的西江，经广西等地至云南夜郎转至关中地区。《汉书》：“汉建元

六年……使番阳令唐蒙风晓南越，南越食蒙蜀枸酱，蒙问所从来，曰道西北胖柯江……蒙

归长安，团蜀贾人，贾人曰独蜀出枸酱，多持窃出市夜郎，夜郎者，临胖柯江……江广百

余步，足以行船，南越以财物役属夜郎，西至同师，然不能臣使也”
[16]

的记载；以及广东

春秋战国墓出土的青铜器中，铜鼎、铜钺等多见于滇、桂、黔地区等，都足以证明古称胖

柯江的西江，早在秦以前已是两广与西川、云南、关中等地相联系的重要通道，广州水陆

交通便利，又是岭南地区的政治、经济中心，达官贵人众多，内地商贾常至，《汉书》和

《梁书》中都分别有“处近海，多犀象、毒冒、珠玑、银、铜、果布之凑，中国往商贾者，

多取富焉，番禺亦一都会也”
[17]

。“郡常有高凉生口及海舶每岁数至，外国贾人以通贸易”
[18]

的记载。正适应了进口商品在本地销售和运往内地的要求，而且三国时期，从广州等港

口出发，经海南岛东面海面及西沙群岛海域直达东南亚的航线已经开辟，缩短了航船从广

州等港口至东南亚诸国的往返航程，中外商舶自然就多从广州等港口出发或靠岸贸易，使

广州等港口得到了迅速的发展。而徐闻、合浦港因此便逐渐落后于广州等港了。三国以后，



史书上多记载中外商舶到达广州等港，如《佛国记》载，晋法显和尚在那婆提国随商船，

以四月十六日出发，东北行趋广州。《节录高僧传》载，幽州黄龙人昙无竭于宋永初元年，

召集同志二十五人远适天竺，后于南天竺随舶放海达广州；中天竺，求那跋陀罗既有缘东

方，乃随舶泛海于南朝宋元嘉十二年(435)至广州；和天竺禅尼国人拘那罗陀，于南朝陈

武帝年间经狼牙修、扶南至广州，以及广东英德、曲江县南朝墓中出土有波斯萨珊朝银币

等，
[19]

都说明了当时广州等港口的繁荣。在考古调查中，徐闻汉代墓葬、遗址发现众多，

三国、晋、南朝的却较少发现，以及史书中记载当时广州所在地南海县人口九千五百户，

而合浦郡只有二千户，仅是南海县的五分之一稍多，亦反映了徐闻、合浦港逐渐衰落的事

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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